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与

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
———一项“跨国—国家—地方”
分析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余晓敏

提要:本文通过考察美国某跨国公司在中国南方一家运动鞋供应商工厂
实施其“人权生产标准”的过程 , 重点关注工时 、工资 、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等
三个最具争议的劳工标准问题 , 以探讨跨国公司的行为守则对于我国外资企
业劳工标准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并借助“跨国—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对
于这种影响的复杂性进行比较全面的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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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为着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全

球的制造业资本自由而迅速地跨越着国家的边界 ,越来越多地流向发

展中国家。然而 ,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人却不得不面

对资本“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所造成的劳工标准全面下降问

题。过去 10多年中 ,随着种种劳工权益受损的问题成为全球媒体关注

的焦点 ,公众意识到 20世纪早期销声匿迹的“血汗工厂”已然成为资本

主义工厂体系今天的现实 ,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在各地不同程度地

发展起来;与此对应 , “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SR)运动也在全球工商界兴起 。

迫于公众压力 ,跨国经营的大型品牌公司(多为发达国家的品牌零

售商和经营商)纷纷制定了“公司行为守则”(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用于规范其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动条件和劳工待遇 。尽管内容和形式各

异 ,多数公司行为守则以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条款(包括禁止使用童

工 、禁止强迫劳动 、职业无歧视 、保护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等条款)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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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同时包括职业安全与健康 、工资 、工时和女工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O' Rourke , 2003;Tsogas , 2001)。

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已经成为公司行为守则的“世界实验室” 。

中国的企业 ,尤其是出口加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越来越多地经历着各

种守则(例如SA8000 、FLA 、ETI、ICTI 、WRAP 、OHSAS1800)的检验(《中国

税务报》 ,2006)。CSR、企业公民 、企业商业道德正逐步成为企业界和相

关政府部门的主流话语。2005 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于企业社会责

任作了明确规定① ,标志着在中国CSR已纳入法制化轨道 。同时 ,公司

行为守则在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2005 年 5月 ,中国纺

织工业协会制订发布了 “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CSC9000T),成为首个“中国制造”的行业性 CSR守则 , 2006年 3 月开

始在 10家企业试点 , 并计划在 2007年实施“10+100+1000项目” ,即

选择 10个产业集群作为试点地区 ,100家骨干企业建立CSC9000T 管理

体系 ,并对 1000家中小企业进行基础培训(《中国财经报》 ,2007)。

方兴未艾的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现象已经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

课题 ,其中多数研究来自工商管理学界 。当然 ,工商管理学者的关注重

点在于CSR和公司行为守则的经济效益 ,即CSR对于公司利润最大化

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他们认为 ,具备良好 CSR体系的公司将获得多种

竞争优势:品牌声誉和形象的提升;客户关系的改善;员工归属感和工

作积极性的增强;政府和社区关系的改善;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等等

(Lantos , 2002;Siltaoja , 2006)。

近年来 ,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少许关注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之

社会影响的研究 。现有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CSR和公司行为

守则是否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工标准(冯同庆 ,2006;谭深 、刘开明主编 ,

2003;Elliott &Freeman , 2003;Sethi , 2003)? (2)CSR和公司行为守则对

于劳动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潘毅 ,2005;Frenkel , 2001;Frenkel &Kim ,

2004;Pun , 2005;Sum &Pun , 2005)?(3)CSR和公司行为守则是否能够

促进全球劳工运动的复兴(余晓敏 , 2006;Armbruster-Sandoval , 2005;

Prieto-Carrón , 2004;Rodriguez-Garavito , 2005;Ross , 2006)?

尽管存在行业和国家地域的不同 ,上述研究具有一个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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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司法》第 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 、商

业道德 ,诚实守信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



发现 ,即CSR和公司行为守则对于提高劳工标准的作用是有限的 。那

些令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和公众感到良心不安并损害品牌公司形象的

“血汗工厂”问题(例如使用童工 、强迫劳动 、体罚 、职业伤害和职业病

等)可能会因为公司行为守则的实施而有所改善 ,但是守则对于提高工

人工资和保障工人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却无能为力。继而 ,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对于改造工厂层面的劳动关系以及促进劳工运动

的复兴也作用甚微。然而 ,现有文献多为描述性研究 ,对于 CSR和公

司行为守则的社会影响 ,尤其是对于提高劳工标准的作用 ,缺乏解释性

的研究。因此 ,如何建立“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并基于此开

展“解释性”的深入研究 ,成为该研究领域继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本文中 ,基于对美国某跨国运动制品公司 FB① 的 CSR政策和

实践的长期个案研究 ,作者旨在探究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对中国外资企

业劳工标准和劳动关系的影响 ,并建立一个兼顾“跨国 —国家 —地方”

(transnational-national-local)多层面因素的分析框架 ,对于这种影响的复

杂性进行相对全面的考察 。在跨国层面 ,文章以 FB 公司为典型 ,着重

探讨过去 10多年间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行动主体的 CSR和行为守则运

动的原动力 、实施机制和困境;在国家层面 ,文章回到中国现实的劳动

体制 ,讨论中国现行的劳动法律体系 、劳动关系体制对于守则实施可能

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在地方层面② ,作者聚焦于工厂的劳动过程 、劳

工控制模式 、劳资关系 ,分析 “泰勒制” (Taylorism)和以“精益生产”

(lean production system)为原则的劳动过程改革对于 FB 行为守则的实

施以及工厂劳工标准的提高和劳动关系的改善产生的影响 。

本文基于作者对于FB公司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大型运动鞋供应商

工厂 FS为期三年(2002年至 2005年)的田野研究。作者主要依靠两种

研究方法来收集数据: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2002年 10月 ,作者通过

参与观察的方法了解了FS工会选举的过程 ,该工会的成立与 FB公司

推行守则有直接关系。在随后的3年间 ,为了全方位地了解FB守则的

实施对于工厂劳动过程 、劳工标准和劳资关系的影响 ,作者对相关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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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分析框架是研究者的分析工具 ,而非对于现实的直接呈现。在该文的分析框架中 , “地方
层面”的分析重点在于工厂层面 ,而“国家层面”总体讨论劳动体制中“国家干预”(state

regulation)的作用。

出于遵循学术规范的要求 ,本文中所有相关主体均采用了化名 , 同时对相应的内部资料

的引用也作了化名处理。



代表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 ,其中包括:2名FB公司在华人权项目经理 、

2名FS工厂经理 、6名FS生产线管理人员 、9名 FS 工会委员会成员 、13

名 FS 生产线工人。

二 、 FS工厂的劳动过程 、劳工控制和劳工标准

FS工厂隶属于台湾一家大型运动鞋制造商 。在 20世纪 80 年代

末 ,像其他多数台湾运动鞋制造商一样 ,这家公司开始将生产转移到中

国大陆 ,以求大幅降低劳动力 、土地 、能源等方面的生产成本。在整个

90年代 ,由于获得了 FB公司的大额订单 ,FS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到2002年 ,FS已经发展成为 FB公司在中国的第二大运动鞋供应商 ,

有大约16条生产线 ,雇员超过1万人 ,年产量超过 1000万双鞋。像其

他多数劳动密集型台商投资企业一样 , FS 的管理机构已经高度科层

化。大多数生产线工人是来自内陆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工 ,其中超过

90%的工人是女性 ,超过 95%的工人年龄在 18-35岁之间。

在FS的生产线上 ,运动鞋的制造过程还是劳动密集型的。按照不

同的工序 ,工人被分配到裁断 、针车 、底加工 、成型 、喷漆 、质检和仓储等

工作部门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能和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工厂依赖

“泰勒制”来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科学管理” ,即通过科层化的管理层来

实施对劳工的直接控制 ,这种控制通常是公开的 、专制的 、以惩罚为导

向的。如制定了名目详细的“员工手册” ,不仅约束员工在工作时间的

一举一动 ,甚至对员工的上下班行走路线 、穿衣戴帽方式以及用餐行为

都做出了严格规定。训斥 、罚款 、扣奖金 、解聘是管理者常用的劳工控

制手段。在此条件下 ,FS 工人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侵犯 。在 FB 严格

实施其守则之前的整个 90年代 ,FS 存在的主要劳工问题包括:超时加

班;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管理者任意辱骂 、体罚 、

处罚 、开除员工;限制员工请假和辞工的自由 ,等。

FS存在的种种劳工问题不仅与专制主义的劳动训诫体系有着密

切的联系 ,同时也植根于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劳动体制。在该劳

动体制下 ,劳动立法 、社会保障体系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工会代表机制

等对于外资企业中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尚存在种种不足。首先 ,尽

管《劳动法》对劳动者的权益作了全面而严格的规定 ,但是负责执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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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愿意或是没有能力严格监督《劳

动法》的有效实施。对于外资企业而言 ,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就更加薄

弱。有些地方政府害怕严格按照劳动法的要求保护劳工权益将会对投

资环境和地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Howell , 1998);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以

维护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为由 ,完全置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于不顾(Zhu ,

2004)。其次 ,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民工的保护也十分有限。2004年 ,

中国农民工对于养老 、失业 、医疗 、工伤 、女职工生育等社会保险的参保

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 5.5%(《中华工商时报》 ,

2004)。外资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则更低。以 FS 所在的 A省为

例 ,1998年 ,A省外资企业参保比例仅有 12.8%,而其中只有少数参保

企业按时 、足额缴纳保险费用(《新华社》 ,1998)。直到 1999年 ,FS 才开

始参加社会保险体系 ,然而仅有 50-60%的员工具备资格 ,即在 FS 工

作3个月以上A省本地员工有优先权 ,外地员工需要工作 2年以上才

有资格参加。再次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无法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

要。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于 1993年建立 ,即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最

低工资规定》 。2004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对此规定进行修订 ,出台

《最低工资规定》 。截至目前 ,全国所有省 、自治区 、直辖市都建立了最

低工资保障制度(《人民日报》 ,2006)。然而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

权已经地方化 ,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发展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抑制

工资水平上涨 ,从而导致最低工资标准偏低 ,不符合劳动法规确立的标

准 ,不能保障低工资劳动者的生活(《法制日报》 , 2004)。以 FS 所在的

B市为例 ,B 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仅由 1999 年的 300元 ,上升为 2003 年

的400元 ,尚未能满足劳动者衣 、食 、住 、行 、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

要。① 最后 ,工会对于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代表和维护职能也很有限 。

以A省为例 ,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会组建率在 1999 年仅为 9.8%,2003

年缓慢上升为 18.6%。② 应地方工会的要求 , FS 在 1997年建立了工

会。然而 ,所有工会委员会的成员都由中高层的管理者担任 ,工会主席

则由前任人事课的副课长担任 。工会的主要活动在于组织员工参加各

种文体康乐活动以及配合上级工会开展工作。在工人们看来 ,工会的

115

论 文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

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保障司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 , 2000-2004;国家统

计局 ,2000-2004。

据统计 , B市居民在衣 、食 、住 、行 、医疗等基本生活需要支出平均每人每月在 1999-2003

年间分别为 378元 、409元 、414元 、447元 、484元。参见A 省统计局 , 2000-2005。



主要功能在于配合管理者来管理员工 ,而非代表员工维护其利益 。

20世纪 90年代末期 ,FB公司 ,一个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的跨国公

司借助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进入了劳工标准规范的领域 ,建

立了旨在规范其全球供应商劳工标准的“人权生产标准” ,成为影响 FS

劳工标准和劳动关系的崭新力量。文章的下一节将以 FB公司为例 ,

探讨过去 10多年间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行动主体的 CSR和行为守则运

动的原动力 、实施机制及困境 。

三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原动力 、实施机制及困境

运动品行业为我们分析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现象提供了理想的

标本 。自上世纪 80年代 ,运动品行业的劳工问题就开始受到媒体的广

泛批评 。① 在随后的 10多年中 ,迫于来自公众 、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多

重压力 ,在国际运动品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品牌经营商”(例如

Nike 、Reebok 、Adidas 、New Balance、Puma、Asics 、Fila 、Kappa、 Lotto 、Umbro ,

等)纷纷制定了公司行为守则(Tulder &Kolk , 2001),承诺对于其供应

商工厂雇员承担公司社会责任 ,要求供应商按照公司行为守则中制定

的劳工标准 ,改善工作环境 、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 。

长期以来 ,FB公司在 CSR运动中占据着先锋地位。FB 的高层管

理者相信 ,良好的CSR行为长期而言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可盈

利性 。工商管理学界的理论家们指出 ,良好的 CSR记录有助于提升公

司竞争力 ,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不断完善的品牌形象和声誉。从上世

纪90年代初期开始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CSR为平台开展市场营销

和品牌建设活动 ,这种策略被称为“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

早在 80年代末期 ,FB就已经开始围绕西方主流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人

权”问题开展“善因营销” 。90年代初期 ,当世界运动品行业面临越来

越多的“血汗工厂”批评时 ,FB公司率先制定了名为“FB 人权生产标

准”的公司行为守则 。该守则以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条款为基础 ,包括

无歧视 、无强迫劳动 、无童工 、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 、工资 、工时 、职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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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赛斯(Sethi , 2003)对于 1682种英文媒体报道的分析 ,在 1986-2002间 , 50%以上关于全

球工厂中的“血汗工厂”和人权问题的负面报道集中在运动鞋行业。



全与健康 、无报复等方面的内容。在后来 10余年间的 CSR运动当中 ,

FB公司取得了无可厚非的领导地位。

(一)隐藏的原动力:长期的利润最大化

CSR策略成功的前提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动机必须被巧妙地

隐匿 ,不为消费者和公众察觉。多年以来 ,FB 悉心实践着这一原则 。

首先 ,FB否认制定和实施“人权生产标准”是以市场销售为目的的 。正

如FB人权项目负责人所说 , “我们对于人权的关注不是服务于市场营

销活动。这种关注代表了我们对于 CSR的承诺 ,代表了我们作为公司

和个体对于我们所安身立命的社会的一种回报。”① ,当意识到这种完

全“利他主义”的 CSR诠释难以说服消费者时 ,FB转而强调 CSR行为

可能带来的其他微不足道的商业利益。FB人权项目负责人写道 , “FB

相信将国际及公认的人权标准与我们的商业行为相结合能够提高工人

的工作积极性 、改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我们的产品品质 。” ②

无疑 ,在工商管理学界看来 ,无论是就公司的品牌形象而言 ,还是

就长期市场销售和盈利性而言 ,FB公司以人权为主题的 CSR策略是成

功的 。当 FB的主要竞争者成为负面新闻报道和“反血汗工厂运动”的

头号攻击对象时 ,FB的品牌形象几乎毫发无伤③ ,甚至成为一些非政府

组织认可的 CSR榜样。尽管 FB否认 CSR策略背后的商业动机 ,但该

公司的财务报告说明 ,FB的 CSR策略有力地增强了公司的长期可盈利

性———在实行守则的 1999-2004年间 ,FB公司的利润由 1100万美元

增长到19200万美元④ ,上涨了 17倍之多 ,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关系。

(二)“FB人权生产标准”的实施机制和困境

“FB人权生产标准”的实施主要依赖于两种“监查”机制:“内部监

察” (internal monitoring)和 “多种利益主体监察” (multi-stakeholder

monitoring)。FB的“内部监察”由公司内部独立的“人权部门”和公司在

区域 、国家 、地区 、工厂等各个层次的采购和管理人员共同承担。F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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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FB公司年度报告 2000-2004》 。

据赛斯(Sethi , 2003)的分析 ,在 1986-2002年间 , 61%以上关于全球运动鞋业中的“血汗工
厂”和人权问题的负面报道都与这个公司有关 ,而FB仅占 3.1%。

“FB, Workers and Thi rd World Economies.” Th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7 , 1994.

“Sole-Searching.” Footwear News Sole to Sole Supplement , May 19, 1997.



“人权部门”在 2005年有超过 20 位雇员 ,其中的“实地工作小组”主要

负责监查其全球供应商工厂的守则实施情况 ,分别分布在东亚(12

人)、南亚(5人)、美洲(1 人)和欧洲(1人)。① 小组开展监查工作的方

法主要有:现场巡视 、检查记录(工资单 、工时卡 、人事记录 、社会保险卡

等)、管理者访谈 、员工访谈 、空气测试 、咨询员工信任的当地组织等

等。② FB承诺公司的“内部监察”机制将对“高风险”工厂③ 每 12个月

实施至少一次检查 ,但实际上 FB 往往无法兑现其承诺 。例如 , 2005

年 ,为及时完成生产订单 ,大约有 15%的“高风险”工厂在没有经过任

何监查之前就已经开始为 FB生产;由于人力资源有限 ,FB人权部门的

“实地工作小组”只对 77%的“高风险”工厂实施了监查 。④ 同时 ,FB 也

使用“多种利益主体监察”机制来实施监督 。“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 , FLA)是在运动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多种利益主体监

察”机制。作为 FLA成员 ,FB承诺遵守FLA的守则 、监查认证原则 、公众

公开制度及第三方投诉制度。2004-2005年间 ,经 FLA认证的独立监查

者对3-5%的 FB供应商工厂进行了“事先无通告”的监查。⑤

然而在现实中 ,这种以“监查”为中心的守则实施模式存在着种种

缺陷 。例如 ,为了通过检查 ,工厂在工时 、工资 、社会保险等记录上作假

或是教育员工以“标准答案”应对监查者的访谈 。⑥ 更为重要的 ,工厂

弄虚作假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系列体制性的问题。

其一 ,在CSR运动中 ,FB的采购模式看似兼顾了“效益”与“公平” ,

然而守则的实施过程中又必然暴露出这种采购模式的内在矛盾性。长

久以来 ,运动品行业品牌经营商的采购模式主要基于其对供应商(工

厂)在价格 、质量 、交货准时性等方面的年度评估。近年来 ,为了能够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捍卫自己的利润空间 ,品牌经营商利用其在商品链

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压低单价 ,要求供应商不断缩短生产周期 、降低生产

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同时 ,面临消费者和公众对于“血汗工厂”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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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FB公司网站。

余晓敏(2006)对“多种利益主体监察”机制的发展过程和特征作了详细的说明。
FB公司网站。

“高风险工厂”指最可能违反 FB守则的工厂 , FB通过以下标准判定“高风险工厂” :遵守
守则的历史记录 、国家状况 、合作关系(直接或间接的供应商)、工厂类型 、订单大小 、使用

移民工的情况、劳工与管理者之间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等等。

FB公司网站。
《FB公司人权报告 2005》 。



评 ,品牌经营商又需要推进 CSR 、制定公司行为守则 ,并要求其供应商

严格按照守则要求提高劳工标准 、改善劳工待遇。问题在于 ,供应商是

否有能力在满足品牌经营商“低成本 、短周期 、高效率”的采购要求的同

时 ,又严格遵守守则从而满足品牌经营商建立“无血汗工厂”良好声誉

的愿望。在现实中 ,处于供应链底端 、利润空间狭小的供应商显然很难

兼顾两者。因此 ,看似兼顾“效益”与“公平” 的品牌经营商采购模式 ,

实际上为守则的有效实施设置了体制性的内部障碍。对此 FB已经有

所意识。正如 FB的一名采购经理所分析的 , “我们要求工厂做的事

情 ,比如培训 、涨工资 、或是增加安全出口可能会使工厂很难在限定的

时间和预算内完成我们的订单。”① 然而 , 为避免其自身利益受损 ,面

对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因素 ,FB公司选择了规避而非解决问题的态度 。

FB的回应方式有两个:一是对其采购人员提供培训以增强其问题意

识;二是尽量选择有能力兼顾守则实施和以效益为中心的采购标准(价

低 、质优 、及时)的供应商合作 ,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②。显然 ,无一

办法可以根本性地消除其采购模式的内在矛盾。

其二 ,严格按照公司行为守则的要求提高劳工标准和改善劳工待

遇本身必然增加生产成本 ,与其他所有品牌经营商一样 ,FB 没有承诺

与供应商分担由于实施守则 、提高劳工标准所引起的生产成本。例如 ,

在工资问题上 ,FB将生产线工人工资偏低的问题归咎为“来自大型零

售商的价格竞争压力 、生产地国家的发展水平 、产业的碎片化特质 、劳

动法不健全或实施不力” ③ ,而丝毫未提及自身连年向供应商压低单价

对于工人工资的负面影响 ,更不愿提高单价从而提高工人工资。

其三 ,FB的守则实施是嵌入在“买家主导型商品链”(Gereffi ,1994)

中品牌经营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当中的 ,是一种惩罚导

向机制而非建立在供应商的“共识”基础之上 。供应商“同意”遵守守则

的要求是出于对于失去订单的恐惧而非认同守则背后的 CSR理念和

利益 。在实践中 ,FB甚至制定了一个名目详细的“惩罚矩阵” ,借此对

违反守则规定的工厂实施不同程度的罚款。正如 FB明确说明的 , “在

与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主要制鞋厂中 ,我们制定了一个`惩罚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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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FB公司人权报告 2005》 。

FB公司网站。
FB公司网站。



借此对严重违反工资规定和长期违反工时规定的工厂实施罚款 。”①

通过分析FB公司以人权为中心的 CSR策略和实施机制 ,可以发

现CSR和公司行为守则的原动力始终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原

始逻辑当中 ,即资本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而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

的作用在于为这种商业动机取得合法化的话语和意识形态 。由于在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 FB这样的跨国公司依赖一

种以“监查”为中心的守则实施机制 ,然而这种机制对于提高劳工标准

而言具有种种内在局限性。例如 ,以效益为中心的采购模式与试图兼

顾公平的 CSR政策之间的矛盾性 ,提高劳工标准的成本分摊问题 ,以

及惩罚导向性的实施机制实际上遏制了供应商改善劳工标准积极性的

问题等 ,都会阻碍守则的有效实施和劳工状况的切实改善。

四 、FS对于守则实施困境的回应:NPS 改革

20世纪 90年代末期 ,随着中国成为 FB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而

FS也成为 FB在中国第二大运动鞋供应商 , FB 开始要求 FS 及其他中

国的主要大型供应商严格按照“FB人权生产标准”改善工作条件 、劳工

待遇以及劳资沟通。在随后几年中 ,由于实施了 FB 守则 ,FS工厂的劳

动条件确实出现了一些改善:工厂内加设了安全出口和灭火装置;定期

发放安全生产防护用品;改用毒性较弱的水性胶水;将最低雇佣年限严

格控制在 18岁以上;在《员工手册》中增加了员工投诉无报复条款等

等。然而 ,在一切可能增加生产成本的守则条款上 ,例如工时 、工资 、自

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等问题上 , FS 管理者的态度就变得消极 。因

此 ,在这些问题上 ,FB守则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对此 ,FS管理者的解释是 ,如果严格实施 FB守则在工时 、工资 、自

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利等方面的标准 ,必将大幅度增加工厂的经营成

本 ,而 FB公司不但不会因此而提高单价反而在连年压低单价 ,因此 FS

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严格实施守则 。FS 的一位台湾副理在 2002年不无

抱怨地解释说 , “这些年单价压的越来越低 , 不会因为人权水平达到一

定标准而提高单价……讲一句抱怨的话 , 税率也增加了 , 员工工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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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B公司人权报告 2005》 。



增加了 ,产品又被客户压价 , 比如说去年的 20块美金 , 今年变成 19块

……FB在砍价时 , 希望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越低越好 , 这样他

可以压低单价……比如我们报价占 18%来讲 ,他说你报的太高了 ,就

给你杀价 ,砍到 16%。”① 不难看出 ,FS的管理者已经深陷公司行为守

则的实施困境当中。利润最大化与实施守则之间的体制性矛盾 ,在 FB

这样只需面对投资者 、消费者和公众的品牌经营商那里可以被巧妙地

隐匿起来 ,然而对于 FS 这样依然身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制造商而

言 ,这一矛盾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那么 ,FS的管理者是如何面

对利润最大化与实施守则之间这一体制性的矛盾呢?

在FS管理者看来 ,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强内部管理 、降低生产成本 ,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从 2002年起 ,在 FB 的支持下 , FS 管理者开始实

施“新生产体系”(New production system , NPS)改革 ,即依照发源于日本

汽车制造业的“精益生产”原则改造劳动过程 ,旨在通过减少“无效工

作”(non-value-added activities)、进行“即时”(just in time)生产和交货 ,来

降低劳动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② 令管理者满意的是 ,NPS 改革确实提

高了生产效率 、缩短了生产周期 。据 FS 一位台湾副理介绍 , “一条NPS

线比原来的生产线多了 30%的工人 ,但是产量可以增加大约 50%,也

就是说 ,产效增加了 15%。” ③ 作为奖励 , FB在 2004年将 FS 的订单量

增加了大约15%,即 FS的月产量可以达到150万双 。

然而 ,NPS改革对工人而言却像一场灾难。其一 ,由于生产线的空

间分布从过去的部门分割变成了一体化 ,工作中工人的休息时间大大

减少 ,需要紧跟流水线的速度一刻不停地工作;其二 ,随着流水线速度

加快 、工作任务提升 ,生产线工人普遍感到工作压力增强了;其三 ,为保

证提高的产能不为工资成本所消耗 ,NPS 生产线的平均用人比率降低

了 ,甚至要求技术好的熟练工人在生产线上同时承担几项工作。

至此 ,我们已经看到了嵌入在“跨国 —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当

中 ,影响FB守则在 FS实施的主要因素:(1)跨国公司采购模式与守则

实施的相互矛盾性和守则监查机制的内在局限性;(2)我国外资企业特

殊的劳动体制;(3)FS 工厂的“泰勒制”和旨在提高产效的 NPS 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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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FS工厂经理访谈 , 2002年 10月。

FS管理人员培训材料 , 《NPS 培训大纲》 , 2002。
FS工厂经理访谈 , 2002年 10月。



下面的章节将讨论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FS的劳工标准和劳动关

系切实发生了哪些变化。分析的重点集中在 CSR运动中三个最具争

议的劳工标准问题上 ,即工时 、工资 、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问题。

五 、 FS劳工标准和劳动关系的变化

(一)工时的缩短和“弹性化”

像其他多数运动品品牌一样 ,FB在其守则中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

得超过60小时 ,即每月的加班时间不超过 80小时。同时规定“如果供

应商所在国家的法定工作周低于 60小时 ,则应按照较低的工作周执

行”①;1994年中国的法定工作周为 49 小时(9小时加班+40小时正常

工作),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36小时。② 然而在实践中 ,直到 2004

年 ,FB才开始要求供应商严格执行中国劳动法的标准。如前所述 ,NPS

改革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而为缩短加班时间提供了可能 。以 FS 成

型部门在 2002年 12月和 2004 年 12月的工作时间为例 ,FB 守则的实

施和NPS 改革大大缩短了生产线工人的工作时间 ,使之基本符合中国

劳动法49小时工作周的规定 。

然而 ,FB严格执行守则关于工时的规定并不是以牺牲其商业利益

为前提的。如前所述 ,FB的采购模式十分强调交货的准时性 ,而长久

以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行业内加班时间长的问题就是根源于采购商

对于交货时间的苛刻要求 。虽然FS的NPS改革部分缓解了工厂“赶船

期”与控制加班时间的两难问题 ,然而由于 FB 的采购模式未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 ,问题依然存在 。当矛盾凸现的时候 ,FB往往会牺牲其工时

要求而保全交货的准时性 。例如 ,2004 年 FB 将 FS 的订单量增加了

15%,当 FS管理者指出工厂不可能在保证 49小时工作周的情况下如

期完成订单 ,FB很快进行了妥协 ,允许 FS 在2004年1-6月延用 60小

时工作周的标准 ,而 7-12月执行 54小时工作周标准。为了避免缩短

工时会进一步影响到生产 、交货的准时性 ,2004年底 ,FB再次对其工时

标准作出调整:将最大加班时限的计算单位由“月”改为“年” ,即要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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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第 36 、41条。

《实施FB人权生产标准的指南 2001》 。



应商每年的加班时限不超过 432小时(36小时×12月),而非每月不超

过 36 小时 。这样一来 , 工厂的工作时间具有了充分的 “弹性”

(flexibility),既能够适应季节性的市场需求和发单模式 ,又不会违反 FB

的守则 。如图 1所示 ,2004年FS的工人在淡季(1 、2 、6 、7月)每月的加

班时间很少(18到 29小时不等);在旺季(3 、4 、10 、11月)每月的工作时

间大幅延长(64至75小时不等)。

资料来源:FS 成型工人 2004的加班时间记录。

图 1　FS 2004 年“弹性化”的加班时间

(二)工资的大幅下降

工资问题一直是 CSR运动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出于控制生

产成本的考虑 ,多数制定了守则的公司只是承诺保障工人获得“法定最

低工资或是当地的产业平均工资” ;而维护劳工权益的行动主义者及相

关组织(工会 、非政府组织 、学生团体 、消费者团体 、社区组织 ,等等)则

要求公司保障工人能够获得“生活工资”(living wage),即足以满足工人

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 。在工人工资的问题上 ,FB 同

样坚持“法定最低主义”(legal minimalist)的原则 。正如 FB在中国的人

权项目经理所解释的 , “我们说的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指按照劳动法的规

定给付工人的所有工资 ,包括基本工资 、加班工资等等 。法定的工资标

准是很低 ,但是没有工厂会不加班 ,加上加班工资乘以 1.5倍 、2倍 、3

倍 ,加在一起就有 600-800元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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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早在 1993年就颁布了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法规 ,FS所在的 B

市于 1994年开始制定地方性的最低工资标准。然而 ,像多数外资企业

一样 ,FS 生产线员工工资的计算方式完全掌控在管理者手中 ,丝毫不

受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末期 ,FS 生产线员工报

酬的绝大部分(80-90%)仍来自于“件资”(单件工价×工作量),附加

少数奖金(全勤奖 、久任奖 、年终奖等等),劳动法所规定的加班费则完

全不存在。几年前 ,FB公司开始要求 FS 严格执行其“法定最低主义”

工资标准 ,即工人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工资不应低于 B 市当地的法定

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标准足额支付加班费 。因此 ,FS

对生产线工人的工资结构进行了“改革” ,在工资单上清楚列明了底薪

(相当于法定最低工资)、加班时间 、加班费。然而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主

义的 ,仅仅表现在工资记录上 ,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工资计算方式的改

变。工资“改革”以后 ,工人开始对工资单感到糊涂 , “从 2001年开始我

就觉得工资单看不懂了 ,比如工资单上说我们的工资是底薪 、奖金和加

班费 ,我们现在的件资是 400多 、500多 ,如果这样算的话 ,我们每个月

的工资都有 1000多 ,但是实际我们只有 700 、800 ,它实际就是把件资调到

底薪里面去 ,我们的底薪实际只有 140 ,但是工资单上写有 400。”① 也就

是说 ,FS 执行FB“法定最低主义”工资标准的直接结果是两套工资制度

的产生:一套用于应付FB的监查;一套决定着工人的实际工资 。

与此同时 ,NPS改革对于生产线工人的工资也有重大影响 。其一 ,

NPS改革之后 ,管理者以工作时间减少为由 , 降低工人的工资 ,尽管

NPS改革后工人的产效大大提高 ,即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没有减

少反而有所增加 。其二 ,一旦发现某条生产线的产量迅速提高 ,管理者

常常会通过降低单价的方式来压低工人的件资。其三 ,对于少数产能

极高的熟练工人 ,管理者对其工资弄虚作假 ,进行人为的“封顶” 。正如

一位女工所抱怨的 , “我们的件资如果太高 ,干部会给你抹掉。有一个

月我做得很累 ,一个人作两个人的事 ,我的件资应该有一千多 ,但是工

资发下来 ,件资只有 700多 。听说我们针车员工的件资不能超过 800。

如果超过了 800 ,组长也不按照真实的记录 。”② 其四 , NPS改革之后 ,

与产品质量问题有关的生产成本被越来越多地下放到生产线甚至转嫁

124

社会学研究 　2007.5

①

② FS员工访谈 , 2004年 7月。

FS员工访谈, 2004年 1月。



到员工个人身上 。

令工人们失望的是 , FB“法定最低主义”工资标准的实施仅仅是

“形式主义地”改变了工人的工资结构 ,并未实质性地增加工人的工资 。

相反 ,FB守则的实施以及相应的 NPS改革 ,造成了生产线工人工资的

大幅度下降 。如图 2所示 ,在 FB守则实施以及 NPS改革之前(1997-

2001年),FS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约为 850元;然而在 FB守则实施以及

NPS改革之后(2002-2004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减少为 725元 ,下降

了17%。工资的降低极大地改变了工人对工厂的评价 ,在改革之前尽

管FS 存在各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 ,但在多数工人眼中 FS 还

算是一个“好厂” ,因为至少工资比同行业其他工厂略高 。如图 2所示 ,

1997-2001年间 ,FS 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于制鞋业行业工资 。而 2002-

2004年间 ,FS工人的平均工资开始逐渐低于制鞋业行业工资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保障司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 , 2004-2006;刘

永富主编 , 2001。《B市日报》2005年 7月 6日;《B市晚报》2003年 10 月 23日;

《B市日报》2001年 7 月 7日;《经济参考报》 1995 年 7月 26日;FS 工人访谈 ,

2002-2005年。

图 2　FS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变化(1997-2004)

(三)民主选举的工会:角色 、权力和功能

过去几年间 ,FB公司在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中国的供应商工厂积

极推行“员工代表项目” ,即通过组建由工人选举的工会或“健康安全委

员会” 、“福利委员会” ,来实现 FB守则中对工人自由结社权利的承诺 。

2001-2002年间 ,通过与当地工会合作 ,FB 分别在中国南方的两家供

125

论 文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



应商工厂开展了工会选举活动 ,产生了工人投票选举的工会委员会 ,其

中一次工会选举就发生在 FS 。

面对公众 ,FB反复强调这两次工会选举是“公开的” 、“民主的” 、

“有代表性的” ,因为选举具有以下特征:允许工人通过自荐方式成为候

选人;分选区投票以保证工会的全体代表性;以“公开论坛” 、“有问有

答”等方式组织动员工人参与自荐和投票;为候选人提供公开演讲的机

会;一人一票进行不记名投票等等 。①值得肯定的是 ,与 FS以往通过任

命产生的 、管理者为主导的工会委员会相比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会

自然更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工人自由结社权利方

面取得的进步 。然而 , FS 工会的选举过程也存在违反国际劳工组织

(ILO)自由结社核心公约基本原则的问题。其一 ,通过选举产生新工会

以及新的《工会章程》不是出自 FS员工的意见和决定 ,而是FB 、FS管理

者与上级工会的谈判结果 ,这明显违背了 ILO 87号公约规定的“工人

自治”原则;其二 ,违反了 ILO 98号公约规定的“无管理方干预”原则 ,

FS 工会选举的动员和投票过程均由 FS 管理方来主持。在选举过程中

FS 管理方极力压制那些直言工厂问题的候选人 ,并积极为“亲资派”候

选人拉票 。然而 ,工人们也十分珍视自己的投票权 ,他们中的大多数还

是投票支持他们认为可能维护工人利益的候选人 ,而否决“亲资派”候

选人。选举的结果是 ,31位工会委员会委员当中的多数来自生产线员

工(13名生产线工人 、12名职员 、6名管理人员),而工会主席仍由“亲

资派”的候选人担任 。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 ,在当地工会 、

FB 、FS管理方和工会代表的互动当中 ,FS 民主选举的工会将被赋予什

么样的角色和权力 ,在现实中能够开展何种活动 ,如何发挥代表和维护

的功能?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 ,企业基层工会被赋予了“三重代表性”

角色: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维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例如 , 《中国工会章程》(2003 ,第 29条)规定 , “外商投资企业和

私营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方面建立协商谈判制度 ,实行民主参与 ,依法

代表和维护职工的政治权利和物质利益 ,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 ,尊重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共谋企业发展。”而FS的工会章程规定该工会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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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B, 2002, 《走向持续性的守则实施:FB关于中国员工代表的实验》 。



职能是:(1)代表和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2)促进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

沟通;(3)调解和解决劳资纠纷;(4)加强厂规和 FB人权标准的实施;

(5)完成上级工会分配的工作 。可以看出 , FS 工会除了被赋予中国基

层工会的“三重代表性”角色外 ,还有促进FB守则实施的任务。

然而 ,基层工会能否实际发挥其代表性职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自身权力的大小 。在讨论 FS 工会的权力之前 ,我们需要考察其所处的

权力结构。简单而言 ,FS 工会处于一种“三方依赖”的权力关系当中 。

其一 ,FS工会受上级工会(区 、市 、省等各个层次)的监督和领导;其二 ,

尽管通过工人民主选举产生 , FS 工会依然处于管理方的掌控当中 。

《工会法》规定基层工会的工会经费应当“独立” ,但 FS 的工会经费一直

由管理方委派的财务人员代管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不是由工会委员

会选举产生而是由管理方任命在工会选举过程中落选的 7名候选人

(其中 4名是管理人员)担任 。同时 ,工会主席以外的29名工会委员都

是兼职的 ,每月只有最多三个工作日用于参与工会活动 ,而在工会选举

产生后的短短 6个月当中 ,几位工会积极分子纷纷离职。据被访的工

会委员认为 ,主要原因是:专职的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很快倒向了管理者

一边;少数几位敢于直言工厂问题并积极谋求解决方案的工会委员 ,则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管理者的威胁和报复;其三 ,工会成立之初 ,FB的人

权代表曾试图说服管理方接纳工会 ,将其视为促进劳资沟通 、协调劳资

关系的工具 ,对此管理方并不认同 。在管理方以降低工资甚至解聘的

方式惩罚工会积极分子的时候 ,FB的人权代表也曾出面干预 。然而 ,

FB不愿意因为支持工会的活动而破坏其与 FS 的长远合作关系 。后

来 ,FB公司驻厂代表写下了书面保证 ,承诺不再干预工会委员解聘或

辞职的事务。① 结果是 ,FB未能为 FS 工会提供制度性的保护 ,以使其

免于管理方的干预和控制 。

在此“三方依赖”的权力关系下 , FS 工会被赋予的权力是十分有

限的 。大量关于“员工代表”(employee representation)的研究(Cheney ,

1995;Collom , 2003;Knudsen , 1995;Marchington , 2005)为我们分析基层

工会的权力提供了概念框架。作为主要的“员工代表”机制 ,工会的权

力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度量:决定权(由沟通 、咨询 、共同决定 、单独决

定而逐渐增强);影响范围(由福利问题 、操作性问题 、经营策略问题 、重

127

论 文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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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问题而逐渐扩大)。首先 ,在“决定权”的维度上 ,FS 工会仅有权

与管理者进行沟通和协商 ,而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一切有关工作条

件 、工人待遇 、劳资纠纷处理的最终决定权依然控制在管理者手中;其

次 ,在“影响范围”的维度上 ,工会有限的知情权和建议权也仅限于员工

福利 、康乐 、文体活动等问题 ,对于 FS长期存在的侵权问题 ,FS工会却

没有有效的影响力。通过分析 FS 工会在 2002-2005年间开展的主要

活动 ,作者发现 ,FS工会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作为工人投诉的渠道 ,加强劳资沟通。FS工会章程赋予了工会

调查和调解劳资纠纷的职能 ,工会成立以后也收到了大量员工投诉 。

2004年中 ,工会参与调查处理的员工投诉有 297件 ,主要包括辞职(62

件)、加班费(51件)、件资不公开(41件)、请假(37件)、管理者任意处罚

员工(25件)等问题。①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工会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

方“调解”劳资纠纷的权力始终没有得到管理方的认可 ,最终 ,工会调解

委员会的职能退化为员工投诉的“收件箱” ,仅仅负责接收员工的投诉 ,

调查和处理权完全集中在工会主席那里;而在处理涉及劳资利益冲突

的问题(工时 、工资 、管理者滥用权力)时 ,工会只能将最后处理权移交

给管理者 。

2.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福利项目 。组织工人参与福利 、文体活动

成为 FS工会实际开展的主要工作 。FS 工会管理的福利项目主要包

括:其一 ,工会建立了“员工急难救助基金” ,为遭遇自然灾害 、意外事

故 、突发疾病的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资助。例如 , 2003年 6-9月间

有13名员工获得了 1300-10000元不等的救助 ,而 2004年中工会累计

发放急难救助金 20万元②;其二 ,大量工会经费用于添置文体设施 ,例

如乒乓球室 、棋牌室 、篮球场 、卡拉 OK厅等等。工会在节假日组织工

人参与各种文体活动 ,例如登山 、拔河 、书画展 、卡拉OK 、组织舞美协会

等等;其三 ,工会创办了《企业季刊》用于促进员工与管理者的沟通 、增

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其四 ,在端午节 、春节等传统节日 ,工会会为员

工发放一些小礼品 ,以体现企业和工会对于员工的“关心和爱护” 。

而对于有关工人工资待遇的问题或开展有关工资的“协商谈判” ,

工会却始终无权问津。FS存在许多与工资有关的劳工问题 ,例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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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工会 2004年度工作报告》 。



资”不公开导致管理者时常借机克扣工资 、不足额支付加班费等等。然

而工会主席对于工人工资方面的投诉未能提供积极的回应 。2003年 9

月 ,经历了 NPS改革之后 ,生产线工人的工资普遍下降 ,而为了提高生

产线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 , FS 出台了新的工资分配制度 ,即为全体管

理人员加薪(从 300元到 500元不等)。对此工人们感到极大的“不公

平” ,自发性的小规模罢工迅速开展起来 ,要求给工人们涨工资。尽管

有的工会委员建议工会主席找到工厂管理部门商谈并表达工人的要

求 ,然而工会最终未能代表工人据理力争。

六 、结　论

本文通过考察 FB公司在运动鞋供应商 FS 的 CSR策略和实践 ,探

讨跨国公司的行为守则对于我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和劳动关系的影

响 ,并试图构建“跨国 —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 ,对这种影响的复杂性

进行比较全面的解析 。作者发现 ,作为一种“志愿性的” 、“私有化的” 、

“以市场为导向的”的劳工标准规范机制① ,在 FS 的工作现场 ,FB“人权

生产标准”的实施有效遏制了一些严重的“血汗工厂”问题 ,比如童工 、

职业伤害和职业病 、强制性的过度加班 、辱骂体罚员工等等 。这些问题

之所以“严重”并首先得到解决 ,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投资者

以及公众对于这些血汗工厂问题的道德义愤和购买行为上的抵制 ,这

些都会对跨国公司品牌形象 、销售额 、股票价格以及营利性产生负面的

影响。然而 ,在可能直接妨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上 ,例如工资 、自

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问题 , FB 守则的有效性就显得十分有限 。在 FS

我们看到 ,面临利润最大化和实施 FB守则的两难困境 ,FS实施了NPS

劳动过程改革。改革虽然缩短了劳动时间却加强了劳动强度 ,从而强

化了对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控制。最终 ,在 NPS 的劳动过程当中 , FB 守

则的实施不仅没有提高工人的物质报酬 ,反而导致工人工资的大幅下

降。民主选举的工会无力解决工厂长期存在的工人普遍关注的劳工问

题(如件资不公开 、加班费未足额支付 、专制主义的管理模式等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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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某种意义上还协助了管理者对工人的控制。

FB守则对于提高劳工标准的有效性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 ,而制约

性因素不仅反映为跨国 、国家 、地方各个层面的结构性力量 ,同时取决

于CSR和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中各方参与者(FB 、FS 管理方 、地方工会 、

FS 工人及其代表)之间的互动。在跨国层面 , CSR和跨国公司的行为

守则没有脱离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相反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将利润

最大化逻辑“合法化”的工具。在实施模式上 ,为避免损害其自身利润 ,

跨国公司并未改革其以效益为中心的采购模式 ,更未承担实施守则引

起的成本 ,而是利用其在全球化的商品链中的主导地位 ,将实施守则的

成本转嫁给供应商;而供应商又会利用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和劳动过程中的权力将成本最终转嫁给劳动者。正是由于全球化的生

产体系中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之间 、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

系以及这种自上而下的守则实施成本转嫁 ,导致了在 FS看到的守则实

施结果:劳动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这种改善是以工人劳动强度的

加大 、工资的降低为代价的。在国家层面 ,外资企业中长期存在的劳动

者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与我国市场转型时期劳动体制的特定状况

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 ,劳动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也为守则的实施

提供了不利的制度环境。譬如在工资问题上 , B市过低的最低工资标

准为 FS 缩短工时的同时大幅降低工资提供了可能性 ,甚至是合法性 ,

因为FB守则中的工资标准只奉行“最低合法主义”的原则。又如 ,现

行劳动体制对于企业工会的角色设置 ,对于对抗性工业行为的限制 ,都

为资本控制工会提供了可能性 ,成为限制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合法权

益的制约性因素 。在地方层面 ,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的实施凸显出资

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效益与公平的矛盾本质 ,管理者通过改造劳动过程 、

加强劳动控制 、降低生产成本 ,部分缓解了自身利润最大化与实施守则

之间的矛盾 。然而 ,在NPS 改革过程中 ,以往“泰勒制”的管理模式和

专制主义的劳工控制方式得到了强化 ,这对于守则的有效实施 ,尤其是

实践工人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构成了现实的障碍。

对于提高劳动标准 、改善劳动关系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的有效性

依然受到种种结构性力量的限制 。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命题 ———即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可能成为国家干预和以工会为代表机制的传统劳

工运动之外维护劳工权益的第三种方式(余晓敏 ,2006)———应予修正 。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强资本 、弱劳工”的现实 ,只有将 CSR和公司行为

130

社会学研究 　2007.5



守则嵌入一种与国家干预和传统劳工运动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当中 ,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工标准 、维护劳工权利 、推动劳工运动的发

展。是否能够引导 CSR和公司行为守则运动向这个方向发展 ,取决于

多大程度上上述体制性因素可能发生变化 。就目前的现实而言 ,作者

认为 ,借助“全球公民社会”中各种维护劳工权益之组织的共同力量 ,继

续监督处于商品链顶端 、占有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 ,要求其改变采购模

式 、承担守则实施成本将成为比较可行的实践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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